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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发展研究 

赵甜甜 

安徽博物院 

【摘 要】：“文化先行”战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意义重大，要建设以上海为龙头、长江为龙身的“新江南

文化”，用文化力促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。本文以“上海文化”建设模式为借鉴，对安徽传统文化体系进行

打破与重构，从文化传承、文化创新、文化旅游三方面出发，强调江浙沪皖文化同源，以创新驱动和红色文化为安

徽文化新元素，提炼出“锦绣安徽创新高地”的安徽文化品牌形象，探索实现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

路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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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文化先行”战略：用文化力促区域一体化发展 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路狂飙突进，与国家的顶层设计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密切相关。从“四大板块”（西部大

开发、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、东部率先发展）到“三个支撑带”（一带一路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江经济带），再到粤港澳大湾

区和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，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区域协同发展和城市群建设为依托，在更高起点和更高层次上逐

渐构建完善，区域一体化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引擎，也是中国未来区域布局的发展方向。较之区域经济一体化，区域一体化更

强调包括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全面意义上的一体化。 

以交通、文化、制度三方面联合推进为前提，首要在关键整合期打造有文化认同的包容性区域协调体制机制。这其中，“文

化先行”既处于基础性地位，又具有关键性、持久性作用：一方面，单体城市只有在区域文化和价值认同机制作用下才能真正凝

聚成内在联系紧密、对外协调一致的共同体；另一方面，激发整体区域创造活力，有赖于文化创新这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先进“生

产力”，但文化发展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，“文化先行”有其紧迫性。 

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，“江南文化”作为长三角区域文化也引发各方重视。2018 年以来，解放日报·上

观新闻先后推出“江南文化回望与前瞻”“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之江南文化大家谈”系列访谈，追溯江浙沪皖在江南文化孕育、

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各自的贡献与联动，提出建设以上海为龙头、长江为龙身的“新江南”文化的学术设想[1]。 

从区域一体化视角来看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基础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都是长三角唯一首位城市，南京、杭州、

合肥等副中心城市主动对接上海，降低上海虹吸效应，推动释放上海溢出效益仍是关键。随着长三角城市群成长为世界第六大城

市群，沪江浙皖“新江南”加速崛起，区域文化要与之相匹配，在继承传统江南文化基础上合理扬弃与超越，以文化的当代价值

为指引，建设以上海为龙头，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“新江南文化”，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。 

二、“上海文化”品牌建设：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发展的样本借鉴 

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，从“禹贡扬州”“汉志三江”“魏晋江东”“唐宋江左”再到“明清江南”，江南地域和文化经历

了不断的重组和变迁。先秦吴越先民好勇轻生，楚汉江东子弟神勇豪放，西晋“衣冠南渡”带来中原文化，东晋建都建康（今南



 

 2 

京）促成江南第一次农业大开发。至南北朝，江南已发展成为温润秀美、文教兴盛的代名词，江南文化的概念肇始于此。隋唐时

期，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五大水系，滋生了柔和温婉的江南水乡性格；南宋建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推动江南经济文化腾飞。明清

徽商异军突起，成就盛世江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同生共荣。近代上海崛起，以江南文化为底蕴，以移民人口为主体，吸纳众

多地域文化和近代西方元素，孕育出独特的海派文化，赋予江南文化以“现代性”。江南文化传承数千年，一方面，吴文化、越

文化、徽文化、海派文化等分支在不同时期各领风骚，共同构成江南文化底蕴；另一方面，区别于核心区“水乡江南”文化特性，

徽文化以贾儒精神、山越民风独树一帜，上海则以其日益现代化、国际化，与江南文化的经典形象渐去渐远，二者均需直面自身

边缘处境。 

以上海为例，在文化理论层面，海派文化融合西方工具理性、儒家实用理性和江南诗性文化，有利于推动现代文明生长、社

会秩序建构和个体性人文启蒙，是“逻辑上完美的文化形态”
[2]
。但在实际操作层面，难点有三：一是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“海

派特色”过于鲜明，反而遮蔽了其“江南底蕴”；二是海派文化自身形态尚未建构完善，西方、儒家和江南三者均衡状态难以达

成；三是较多认为海派文化仅上海一地文化，难以引领传统江南文化的更新升级。鉴于此，2018 年 5 月，上海市印发《关于全

力打响“上海文化”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》，全力打造红色文化（城市精神底色）、海派文化（中西交汇舞

台）、江南文化（通联长三角）三大品牌。将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并置，赋予上海文化更广阔的包容空间：一方面，强调红色文

化和海派文化的独特性，地域特质更加彰显；另一方面，江南文化底蕴受到同等重视，不再因海派文化的独特而引发分歧，文化

归属感切实增强。同时，上海也在以打造“新江南文化”为契机，积极引导长三角区域文化向一体化方向整合发展。“上海文

化”的精准定位，为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样本。 

三、打破与重构：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索 

安徽文化要实现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发展，需首先直面两大问题。从区域一体化发展层面看，一方面，安徽地理位置“不东不

西”，作为长三角的后来者与外围成员，自身经济发展远落后于江浙沪，在一体化进程中处境艰难。另一方面，安徽文化归属

“非南非北”，即便是皖南徽文化，其山越文化、贾儒精神也迥异于江南的水乡文化、士大夫诗性审美。从自身发展层面看，安

徽缺少区域文化认同和整体文化向心力。首先，发展起步晚。安徽历史上长期划属江南省，直到康熙六年（1667 年）建省，民

众没有古今传承的“共同记忆”，省会又经历从安庆、蚌埠到合肥数度变迁，进一步加深区域分化。其次，地理差异大。“中贯

大江，北沿淮水”的地理构成将安徽天然划分为淮河文化、皖江文化和徽文化。淮河文化以老庄文化、建安文学为代表，至北宋

中叶后渐趋没落；皖江文化有黄梅戏和桐城派等亮点，但研究宣传散淡，存在感弱；徽文化以其鲜明地域特色与丰富文化遗存独

领风骚，但对其他区域文化辐射力偏弱。要推动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实现更好的融合发展，需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创新性重构。 

（一）厚植江浙沪皖文化共性根基，夯实“新江南”文化的历史人文基础 

安徽全境加入长三角，要求不仅徽文化一枝独秀，一直惨淡经营的淮河文化、皖江文化也要应时而起。历史上，江浙沪皖地

缘相近、人缘相亲、商贸往来频繁，应尽力弱化地域分化，更多强调文化同源。在地缘文化上，安徽、江苏长期同属一省（明属

南直隶，清初属江南省），两省间的横向沟通大于各自省内的纵向认同。淮河连接皖北、苏北，长江促进皖江城市与南京、苏州

频繁交流，新安江推动皖南接受浙北吴文化辐射。这些跨区域横向文化联系，将以文化集群效应促成淮河文化、皖江文化加入江

南文化版图。在人缘文化上，中原士民三次南迁，江浙沪皖皆受侨姓文化世族影响，江南土著大族逐步演变为文化士族，这一文

化共性历时长、影响广，可通过江南学术共同体在各地进行共时研究，通过文化测绘点亮新江南文化版图。在商贸往来上，以

“无徽不成镇”为亮点，研究明清徽商活动在士商交游、艺术市场、绘画流派、商业出版、戏曲园林等方面对江南市镇文化的影

响，深挖徽商贾儒精神。 

同时,要重强调纵向上大运河文化带与江南文化的相互作用。历史上,通济渠北起洛阳，南入淮河，横贯安徽淮北，再流向江

南核心区域，曾为齐鲁中原文化向江淮江南地区传播提供便利。从西晋永嘉南迁催生“江左风流”，到宋室南渡底定“苏杭天

堂”，再到明清徽商推动“江南盛世”，江南文化的每一次高潮都离不开运河承载的文化交融。运河的开通也加强了江南内部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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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之间的联系，初步塑就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。而且，徽商的经营范围以江南地区、长江、大运河沿岸为最，没有运河中

转连接起徽州与苏州，就不会出现明清江南“无徽不成镇”的局面。运河文化与江南文化在安徽区域内相互联系，在纵向上强化

皖北、皖江、皖南三地文化的历史关联与交流互动。2019年 2月，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》印发，要以大运河文化

保护传承利用为契机，积极开发大运河安徽段（柳孜运河遗址和通济渠泗县段），深挖淮北运河文化遗产，建设历史文化街区，

重点扶持淮北花鼓戏、泗州戏等非遗项目传承；探索运河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功能建设，打造运河名城；深化运河沿线合作，打造

精品旅游线路，突出文化、生态、旅游、民生等功能定位，彰显安徽特色，推动淮河文化全面复兴。 

（二）以创新驱动、红色文化促进安徽文化的当代转化，打响“皖风徽韵”文化品牌 

安徽三大文化圈难以形成凝聚力，应借鉴上海做法，通过区域文化品牌设计和传播活动，全力打响“皖风徽韵”文化品牌。

首先，要以文化传播理论为指导，寻找文化核心价值元素，建构安徽标志性文化符号。当下，安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开

放战略，着力打造创新型省份；合肥作为省会城市，也依托中国科技大学加快建设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

“创新之都”。“创新高地”已成为安徽最响亮的宣传口号，是安徽民众引以为豪的文化元素。同时，要修复安徽文化内部分

化，重构区域文化身份认同，首要唤起当代安徽人民亲身经历、刻骨铭心的“共同记忆”。 

近年来，安徽博物院策划推出“四史”系列红色主题展，通过家常老物件、亲历者口述、场景复原等“微观历史”和沉浸体

验，深化民众参与历史的亲近感与自豪感，初步构建起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安徽红色文化精神，并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。其

次，引入 RCIS（区域文化形象系统）构建机制[3]，在区域文化的理念识别、行为识别、视觉识别、听觉识别、文化环境识别五个

方面对“皖风徽韵”品牌进行全方位打造，通过文化景观、城市地标、大众传媒等方式，系统建构起文化叙事性解读和演绎模

式。既要关注“树根型”文化所代表的历史积淀，以建安文学、桐城文派、文房四宝、九华山佛教文化、老庄道教文化、大别山

红色文化等为支撑性文化资源；更要重视“未来型”文化所代表的引领效应，结合芜湖方特、中科大科学岛、合肥创新产业园、

合肥国家级动漫和服务外包基地等文化新业态，以现代文化强劲动能推动传统文化向当代转化，形成文化品牌集群效应，开启文

创时代。 

（三）以“锦绣安徽创新高地”为安徽品牌形象，推动江南全域文化旅游共建发展 

充分发挥安徽地域特色和比较优势，以“创新高地”融入新江南文化整体形象，以“锦绣安徽”彰显地域文化特色，推动长

三角文旅共建发展，融入“东方山水韵自在长三角”文旅品牌形象。以区域差异定位模式为指引，一方面，依托皖南国际文化旅

游示范区与江浙沪共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，协同推进新安江百里大画廊、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建设；依托大运

河文化和旅游博览会、“红色长三角”革命文物故事大赛、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等重大活动，着力开发皖北运河文化旅游、

大别山红色之旅、皖江文化旅游带等，告别“南强北弱”文旅现状，打造集生态旅游、创意旅游、红色旅游、文化旅游、休闲娱

乐、研学旅游于一体，种类多样、特色鲜明的安徽全域文化旅游宏观局面。 

另一方面，区别于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和江南水乡的苏杭，安徽本身有相当比例的农业文明成分，应立足中小城市和乡

镇资源，以江南文化为底色，打造不同地域特色的“人文城市”和“特色小镇”，在微观层面对安徽全域文旅种类进行补足，实

现与江浙沪的错位发展，推动形成长三角全域综合性产业发展局面。此外，地方政府应携手文化遗产保护机构、OTA（在线旅游

运营商）共同致力于文化遗产测绘，形成全景式区域文旅资源版图，为区域旅游一体化规划提供参照；鼓励 OTA平台在线发动用

户参与文化遗产点亮计划，有效提高区域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的识别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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